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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关系，以及母亲抑郁症状在其中的中介

作用。方法 于 2021 年 11— 12 月选取河南省某高中的学生及其母亲为研究对象。采用洛克 - 华莱士

婚姻适应量表（LW）、儿童抑郁量表（CDI）调查青少年的父母婚姻适应水平、抑郁症状，采用流调中心抑

郁量表（CES-D）调查青少年母亲的抑郁症状。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青少年抑郁症状、父母婚姻适应

与母亲抑郁症状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SPSS 中 Process 3.3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本研究获得 

1 039份有效的匹配问卷。1 039名青少年父母的LW得分为［84（71，95）］分，CDI得分为［13（8，18）］分， 

1 039 名 青 少 年 母 亲 的 CES-D 得 分 为［3（0，12）］分。21.56%（224/1 039）的 青 少 年 CDI 得 分 ≥ 19 分，

20.31%（211/1 039）的母亲 CES-D 得分≥ 16 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

郁症状、母亲抑郁症状呈负相关（r=-0.10、-0.48；P ＜ 0.01），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呈正相

关（r=0.12，P ＜ 0.01）。母亲抑郁症状在青少年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95%CI=-0.031～-0.004），效应量为 -0.017，占总效应的 51.43%。结论 父母婚姻失调可通过增加母亲

抑郁症状来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风险，需关注婚姻关系及家庭环境对青少年情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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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adjustmen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Methods From 
November to December 2021， students and their mothers from a high school in Hen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e parental marital adaptation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Locke-Wallace Marital Adjustment Test （LW） and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 and the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Spearman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among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parental marital adjustment， and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This study conducted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using the Process 3.3 plugin in SPSS. Results This study obtained 1 039 valid matching questionnaires. 
The LW score and CDI score of 1 039 adolescents were ［84（71，95）］ and ［13（8，18）］， respectively， while the 
CES-D score of 1 039 adolescent mothers was ［3（0，12）］. 21.56% （224/1 039） of adolescents had a CDI score 
of ≥ 19， and 20.31% （211/1 039） of mothers had a CES-D score of ≥ 16.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adjustmen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as well as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r=-0.10， -0.48； P ＜ 0.01）， and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r=0.12， P ＜ 0.01），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adjustment and adol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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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竞争压力的增大，国内外青

少年群体中抑郁障碍患者的比例逐年上升［1］，且重

度抑郁障碍患者往往伴有自杀意念。影响青少年

抑郁症状的因素主要包括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2］，

在社会因素中，与父母有关的家庭因素对青少年身

心健康发展至关重要［3］。家庭关系不良是青少年

产生抑郁症状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表明父母婚姻

状况异常的青少年，其患抑郁障碍的风险约是父母

婚姻正常青少年的 3.759 倍［4］。一项研究表明，父

母婚姻关系的质量对家庭亲子关系有正向预测作

用，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则呈负相关［5］。在父母对婚

姻关系适应不良的情况下，母亲往往需要承担更多

与照料孩子相关的家庭责任，心理压力和疲劳感上

升，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增加［6］。基于不同亲密和

依赖水平的母子关系，母亲的养育压力会对孩子的

情绪与行为造成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7］。与父亲

相比，母亲的消极情绪更容易影响孩子的情绪和行

为，母亲的抑郁症状和适应不良的压力反应均可正

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症状［8-9］。基于此，本研究假设：

（1）父母婚姻适应与母亲、青少年抑郁症状呈负相

关；（2）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呈正相关； 

（3）母亲抑郁症状在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

状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分析青少年

父母婚姻适应与母亲、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

旨在探索青少年父母婚姻状况如何影响母亲的抑郁

症状，进而影响青少年的抑郁症状，从而为相关的

临床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于 2021 年 11— 12 月选

取河南省某高中的学生及其母亲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1）青少年年龄14～18岁；（2）母亲年龄≥25 岁。

本研究已获得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批

（批准号：2021-11）。

二、方法

1. 调查工具：（1）一般资料调查表。采用自制

的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青少年及其母亲的信息，包

括青少年年龄、性别、年级、家庭月收入、父母婚

姻状态、是否与父母同住以及青少年母亲的年龄。 

（2）洛克-华莱士婚姻适应量表（Locke-Wallace Marital 

Adjustment，LW）。采用 LW 测量青少年父母的婚

姻适应水平。该自评量表共包含 15 个条目，总分

2～158 分，得分越高表示婚姻的适应性越好［10-11］。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96。 

（3）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采用 CES-D 测量青少年

母亲过去 1 周的抑郁症状。该自评量表共包含 20 个

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法，0分代表“偶尔或

无/少于1 d”，3分代表“5～7 d/ 大部分时间或持续”，

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以≥ 16 分

为存在抑郁症状，＜ 16 分为不存在抑郁症状［12-13］。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7。 

（4）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采用 CDI 测量青少年过去 2 周的抑郁水平。

该自评量表从负性情绪、人际问题、效率低下、快

感缺乏和低自尊 5 个方面进行测量，共包含 27 个

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3 级评分法，0 分代表“偶尔”， 

2 分代表“总是”，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的抑郁程

度越严重。本研究以≥ 19 分为存在抑郁症状，＜ 

19 分为不存在抑郁症状［14-15］。该量表在本研究中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4。

2. 研究方法：通过线上调查问卷的形式开展本

研究，基于尊重受试者的原则，将知情同意书与问

卷合并，只有在问卷开头的知情同意页面勾选“同

意”的受试者，才会进入问卷评估页面。研究开始

前，通过线上会议对该校的心理教师及班主任进行

统一培训。以班级为单位，向学生及其母亲发放问卷，

在学校心理教师和班主任的指导下完成问卷填写。

学号重复、填写时间过快或过慢（在总体平均时间± 

3 个标准差之外）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16-17］。本研

究共发放2 487份学生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 214 份，

有效回收率为 89.0%；共发放 1 553 份母亲问卷，回

收有效问卷 1 47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2%。按照学

生姓名、学号和母亲联系方式将学生问卷和母亲问

卷进行匹配，最终回收 1 039 份有效的成对问卷。

depressive symptoms was significant ［95%CI （-0.031， -0.004）］， with an effect value of -0.017， accounting 
for 51.43%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s Parental marital maladjustment can increase the risk of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by increasing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impact of marital 
relationships and family environment on the emotions of adolescents. 

【Key words】 Adolescent； Depression； Marital adjustment； Maternal depression； Family 
environment； 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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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5.0 进行统计学分

析。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数（%）表示。符合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父母婚姻适应、母亲抑郁症状与

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相关性。以父母婚姻适应为

自变量，青少年抑郁症状为因变量，母亲抑郁症状

为中介变量，将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和家庭月收入

作为控制变量，采用 SPSS 软件中的 Process 3.3 插件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 000 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 95%CI
不包含 0 为该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双侧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本研究中所有的量表

条目得分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

1.00 的因子有 9 个；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变异量为

24.61%，低于临界值 40.00%，因此本次研究不存在

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 青少年及其母亲的一般资料：在 1 039 对有效

问卷中，青少年年龄为 14～18（16.55±0.86）岁，青

少年母亲的年龄为 33～60（43.92±4.90）岁。见表 1。

表1 1 039 名青少年的一般资料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516 49.66

 女 523 50.34

年级

 高一 157 15.11

 高二 360 34.65

 高三 522 50.24

家庭月收入（元）

 ＜ 5 000 667 64.19

 5 000～10 000 305 29.36

 10 000～15 000 46 4.43

 15 000～30 000 14 1.35

 ＞ 30 000 7 0.67

父母婚姻状态

 原配 963 92.69

 离异 36 3.47

 丧偶 20 1.92

 重组 20 1.92

与父母同住

 是 1 022 98.36

 否 17 1.64

3. 青 少 年 父 母 LW、青 少 年 CDI 及 其 母 亲 的

CES-D 得分情况：1 039 名青少年父母的 LW 得分为

［84（71，95）］分，青少年 CDI 得分为［13（8，18）］分，

青少年母亲的 CES-D 得分为［3（0，12）］分。21.56%

（224/1 039）的青少年 CDI 得分≥ 19 分，20.31%（211/ 

1 039）的母亲 CES-D 得分≥ 16 分。

4. 父母婚姻适应、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抑郁

症状的相关分析：青少年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

抑郁症状、母亲抑郁症状呈负相关（r=-0.10、-0.48； 

P ＜ 0.01），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呈正相

关（r=0.12，P ＜ 0.01）。

5. 母亲抑郁症状在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

郁症状间的作用：父母婚姻适应程度负向预测母亲

抑郁症状（β=-0.48，P ＜ 0.001），母亲抑郁症状正向

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β=0.09，P ＜ 0.01），父母婚姻

适应程度负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作用不显著

（β=-0.04，P=0.22），见图 1。母亲抑郁症状在青少年

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显

著（95%CI=-0.031～-0.004），效应量为 -0.017，占总

效应的 51.43%，见表 2。

注：aP ＜ 0.001；bP ＜ 0.01

图1 母亲抑郁症状在青少年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

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讨  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中介模型，探索了父母婚姻

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关系，以及母亲抑郁症

状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母亲抑

郁症状的检出率为 20.31%，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

出率为 21.56%，和我国中学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

（20.3%～39.3%）较为接近［18-19］。母亲抑郁症状与

青少年抑郁症状呈正相关。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母亲抑郁症状在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

间存在中介作用，且父母婚姻适应对青少年抑郁症

状的直接负向预测作用不显著。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婚姻适应与母亲、青少

年抑郁症状呈负相关，该结果与前人研究中父母婚

姻适应程度较低是青少年产生抑郁症状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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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一致［4-5］。父母婚姻不和谐导致的家庭氛围

紧张，在冲突和矛盾中，还可能使父母和子女缺乏

亲密的感情支持和交流，也容易让子女将冲突内化

为内在的不安全感，从而增加他们出现抑郁症状的

风险［20］。而这些不安全感和恐惧感被抛弃，又会激

发青少年的自杀意念与行为［21］。反之，当父母对婚

姻的满意度较高时，青少年报告所感受到的温暖程

度更高［22］。既往研究表明，在父母婚姻关系稳定的

家庭中，青少年的幸福感更高［23］，且青少年成年后

的主观幸福感也更高［24］。这可能是因为青少年处

于身份认同和个人发展的关键阶段，他们需要一个

稳定的家庭环境来提供情感支持和安全感。如果父

母的婚姻关系稳定、平衡，孩子们通常更容易适应

生活中的挑战。亲密的家庭关系能有效减少青少年

的消极行为，容易发展耐受挫折的能力和积极行为，

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25］。可见父母对婚姻的适

应程度能够作为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保护性因素。因

此，对于父母婚姻关系不和谐的家庭，应该积极采

取措施，加强情感交流，构建安全环境，促进青少年

的心理健康发展。

本研究结果显示，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抑郁

症状呈正相关，该结果与既往研究中母亲抑郁症状

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结论一致［8-9］。家庭

中母亲抑郁情绪的表达，预示着青少年消极情绪增 

加［26］。受到母亲抑郁情绪影响的青少年还会产生

抑郁和焦虑情绪及回避型行为问题，如游戏成瘾、

药物滥用等［27-28］。从儿童期到青春期，母亲的抑郁

情绪一直是青少年认知和社会情绪问题的重要危险

因素［29-30］。此外，有研究发现持续暴露于母亲的抑

郁情绪还会损害青少年建立安全型依恋关系［31］，且

暴露于母亲抑郁情绪中的时间越长，青少年出现的

危险行为越多［32］。

本研究结果显示，母亲抑郁症状在父母婚姻适

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且父母婚姻

适应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直接影响不显著。这是

因为当母亲对婚姻关系适应不良时，母亲承受更多

心理压力，增加了母亲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6］。在

职母亲不仅面临婚姻和家庭带来的压力，还会面临

职业压力，这些消极状态都将通过母亲的抑郁情绪

来增加消极教养行为，减少积极教养行为，从而加

重青少年的抑郁症状［33-34］。母亲抑郁症状与其自

身认知敏感性有关，这种认知敏感性的代际传递机

制增大了青少年产生消极认知风格的可能性，表现

为心理弹性和对消极情绪的忍耐力降低，预示着青

少年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症状［35］。在家庭关系

中，母亲的情绪状态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有

重要影响。母亲抑郁症状会增加自我否定和对周围

环境的不安全感，容易持续否定青少年的发展，增加

青少年在家庭中遭受躯体和心理虐待的风险［36］，因

此，母亲的心理健康对促进青少年的情绪发展是较

为重要的。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母亲有抑郁

障碍病史，青少年会对社会批评产生更强烈的反应

性，因此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37-38］，这也可能是母

亲“负性认知”和“不安全感”的传递。母亲抑郁症

状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具体影响机制可在未来研究

中进一步系统探索。

此外，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1）横断面研

究难以考察父母婚姻适应不良对母亲抑郁症状的长

期影响，且无法验证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因果关系，

未来可结合纵向研究数据进一步分析；（2）研究样本

均为河南省的母亲与高中生，在全国母亲与青少年

样本中的代表性可能不足，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需

要拓宽；（3）本研究中父母婚姻适应、母亲与青少年

抑郁症状存在相关性，但相关系数较小，原因为存

在家庭结构、教养方式等其他会对青少年抑郁症状

产生影响的变量未纳入研究，既往研究表明母亲对

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传递过程还受到母亲所采用的教

养方式和童年家庭环境的影响［33，39］，而童年期经历

的创伤性事件会促进青少年边缘型人格的形成，增

加抑郁症状的风险［40］，因此，未来可考虑纳入这些

变量进行更完善的研究。

综上所述，家庭中父母婚姻适应不良会增加母

亲和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其中母亲抑郁症状是父母

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间的重要中介。父母婚

表2 母亲抑郁症状在青少年父母婚姻适应和抑郁症状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项目 效应量 占总效应比值（%） 标准误
95%CI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033 - 0.013 -0.058 -0.009

直接效应 -0.016 48.57 0.014 -0.044 0.012

间接效应（父母婚姻适应→母亲抑郁症状→青少年抑郁症状） -0.017 51.43 0.007 -0.031 -0.004

  注：- 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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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关系调整可以通过减轻母亲抑郁症状和提高家庭

亲密度，降低青少年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因此，

父母应共同努力维护家庭关系，尽可能为孩子创造

一个积极、安全的家庭环境。临床工作者在对青少

年抑郁症状进行干预时，应同时考虑家庭治疗，鼓

励青少年的父母在家庭中共同努力维护家庭稳定和

父母亲密关系，为孩子提供“安全”的环境，从而缓

解青少年的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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